
《国际政治研究》(双月刊)2024年
 

第1期

产业地理与美国对华贸易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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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语默**

内容提要 自2018年以来,美国对华发起的贸易战引发美国国

内的利益分化,部分州坚定支持对华发动代价高昂的关税战,部分强

烈反对,还有一些则摇摆不定。从产业地理政治视角出发,基于贸

易结构和对华依赖程度两个维度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产业

政治地理进行类型化分析后发现,美国各州对华贸易偏好的有四种

主要倾向:出口导向—对华贸易依赖度高的“经济接触派”、出口导

向—对华贸易依赖度低的“观望派”、进口竞争—对华贸易依赖度高

的“经济遏制派”及进口竞争—对华贸易依赖度低的“议题联动派”。

贸易结构和对华依赖程度塑造了美国各州差异化的经济利益,所形

成 的 地 区 整 体 对 华 贸 易 政 策 偏 好 经 由 选 举 制 度 投 射 至 决 策 主

体———总统和国会,对国会议员而言,重点关注本选区选民的诉求;

对总统而言,侧重点在于摇摆州和票仓州的选民利益,二者在沟通、

互动和妥协后达成“有限一致”并输出为最终的政策结果。通过对

两组代表性案例即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与密歇根州和

马萨诸塞州进行比较分析,印证了美国对华贸易决策背后的产业地

理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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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来,中美经贸关系迅速发

展,相互依赖的格局逐步形成。① 中美双方已互为举足轻重的贸易伙伴,据美

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署(International
 

Trade
 

Administration)统计,截至2023年,

中国不仅是美国最大进口来源国,也是其第三大出口市场。② 然而,自2017年

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出现重大转向,对绝对公平、绝对对等

以及相对收益的追求凸显出美国“公平贸易”的保护主义性质。③ 面对世界第

二大经济体的飞速追赶,美国根深蒂固的霸权主义与经济民族主义思维共同

作用,促使特朗普政府开启对华全面战略竞争。④ 2018年7月6日,特朗普宣

布对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关税。经过中美双方5轮关税博弈,

截至《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签订前,中美互征的惩罚性关税已经覆盖了约

66.7%的中国对美出口商品和58.3%的美国对华出口商品。美国对华平均关

税和中国对美平均关税也由争端前的3.1%和8.4%大幅提升至20%以上。⑤

虽然此前美国国内对华政策辩论争议不断,但这次空前规模的贸易战被视为

美国对华开启正式战略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持续了40年之久的经济

接触战略的终结。⑥ 拜登政府基本延续前任政府的对华贸易政策,保留了上任

政府对华出口所加征的关税,但将维护先进技术领域的优势作为优先事项,联

合盟友在关键供应链布局和高科技产品研发等领域开展合作。⑦ 总体而言,在

中美战略竞争常态化的大背景下,未来一段时间内美国对华经济战略中的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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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色彩将有增无减。一直以来,国内政治是美国外交政策调整的重要源泉和

动力。尤其是美国国内经济形势恶化、通货膨胀和贫富分化加剧的情况下,多

元化的国内政治和社会因素对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愈发凸显。因此,理解美

国对华贸易决策中的国内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既有研究主要包括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两条主

要研究路径,体系层次的分析聚焦中美两国结构性权力的此消彼长,认为美国

对华贸易决策变化是由两国相对实力差距日益缩小及其引起的认知变化所驱

动。① 与之相对,国内研究路径则更多关注国会、总统、利益集团以及跨国公司

的作用,旨在打开国家的“黑匣子”,分析微观层次国内基础的变化如何影响其

贸易决策行为。② 换言之,贸易政策是政治进程的产物,并不一定会带来总福

利的最大化,而是各国内行为体不断博弈和相互妥协的产物。在这一过程中,

不同行业代表的利益集团发挥着重要作用。例如,有学者通过将“保护—待售

模型”应用于双边贸易关系,证明了利益集团可以通过竞选捐款等塑造政治家

的政策偏好,从而导致非合作性国际环境下的贸易战和合作性国际环境下的

贸易谈判。③

政治地理学是贸易政治研究中被忽视的一个要素,美国的国际贸易政策

直接关乎不同产业的利益,而代议制下的政治家需要依据选区利益做出决策。

因此,各种产业在不同选区的地理分布以及在产业地理基础上所形成的选区

利益构成美国贸易政治的重要微观动力。④ 国内对于产业地理与贸易政策关

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在孙哲和刘建华援引席勒的解释并提出“产业地理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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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层次主要关注国际体系变量,从国际市场条件和权力结构分配等视角出发分析一国的经济政

策制定。加州大学圣迭亚哥分校教授彼得·古雷维奇(Peter
 

Gourevitch)系统探讨了国际体系和国际政治

经济如何影响国内结构和国内团体的政策偏好,参见Peter
 

Gourevitch,
 

“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
 

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32,
 

No.4,
 

1978,
 

pp.881-912。
单元层次更多从国内政治出发,认为国际体系结构只是塑造而非决定国家行为,相反,国内行为体

的利益偏好和所处的制度环境才是影响国家经济政策的关键要素。其中社会偏好和政治制度是开放政治

经济学提炼的两个核心变量。关于社会偏好路径的研究,参见Stephen
 

D.
 

Cohen,
 

Joel
 

R.
 

Paul
 

and
 

Robert
 

A.
 

Blecker,
 

Fundamentals
 

of
 

US
 

Foreign
 

Trade
 

Policy:
 

Economics,
 

Politics,
 

Laws,
 

and
 

Issues,
 

Boul-
der,

 

CO:
 

Westview
 

Press,
 

2003。关于制度路径的研究,参见 William
 

Bernhard
 

and
 

David
 

Leblang,
 

“Demo-
cratic

 

Institutions
 

and
 

Exchange-Rate
 

Commitment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3,
 

No.1,
 

1999,
 

pp.71-97。
G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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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hanan
 

Help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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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rs
 

and
 

Trade
 

Talk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5,
 

Vol.103,
 

No.4,
 

p.676.
 

Stephan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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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kard,
 

“Economic
 

Geography,
 

Politics,
 

and
 

Polic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3,
 

2020,
 

pp.187-202.
 



的概念后,①学者们大多运用这一概念透视和分析美国对华经贸决策,从不同

主体的互动和产业地理因素的影响机制等多角度出发搭建了不同的分析

框架。②

鉴于美国特殊的政治制度和产业地理高度聚集的经济特征,中观区域作

为经济利益和政治选择频繁交互的场所,是衔接宏观政策和微观经济利益的

重要渠道。③ 贸易作为国际层面的要素会对一个国家的国内政治结构以及收

入分配造成影响。④ 特朗普对华发起贸易战后,中国的关税反制措施在美国国

内造成了明显的“贸易偏好分化”,位于西海岸、经济受益于自由贸易的加利福

尼亚州是反对关税战的代表州,而“锈带”传统制造业所在的密歇根等州则成

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坚实拥趸。美国各州就对华贸易战表现出不同的立场与政

策偏好。为何在中美贸易战中,部分州坚定支持对华发动代价高昂的关税战,

部分州则强烈反对,还有一些州则持续观望或左右摇摆不定? 为什么有的州

的利益诉求更好地被代表和被传导,进而转化为最终贸易决策结果,有的却频

遭搁置,未能得到回应? 本文从产业地理的视角出发,从州层面关注美国对华

贸易中的差异性。在挖掘一手的经济贸易、产业分布和政治捐资数据和文献

资料的基础上,对美国代表性州的产业贸易结构进行类型化,构建美国产业

地理影响对华贸易决策的因果机制,考察美国制定对华贸易政策背后的国

内政治逻辑。本文主要采取比较案例分析的定性研究方法,以期更全面深

入地揭示产业地理对美国对华贸易决策的潜在影响路径,进而回答上述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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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研究参见孙哲、李巍:《国会政治与美国对华经贸决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2—
157、409—413页;刘建华:《试析产业地理政治对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影响》,《社会主义研究》2010年第4
期,第107—111页;李巍、赵莉:《产业地理与贸易决策:理解中美贸易战的微观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0年第2期,第87—122页;余振、王净宇:《拜登会改变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吗?:基于产业地理视角的分

析》,《美国研究》2021年第3期,第28—45页;田野、赵莉:《全球化如何塑造美国右翼民粹主义的选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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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第106页。
王正毅:《构建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框架:基于四种“关联性”的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9年第2期,第9页。



一、
  

理论框架:美国产业政治地理的类型化

产业政治地理是指“经济地理(即财富生产的地理位置)与其所处的政治

制度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① 产业地理影响美国贸易决策的逻辑基础是国际

贸易的国内收益分配。在经济地理的层面上,自然禀赋和路径依赖催生了美

国的产业集聚现象;在政治选举地理的角度上,基于地理(选区)的代议制则使

得基于州的“天然地理联盟”具备了制度基础。② 二者相结合,共同构成了产业

地理影响美国贸易决策的理论基础。

贸易结构和对华贸易依赖度是解释美国各州对华贸易决策偏好差异的两

个核心自变量。首先,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决定各州开展对外贸易时在价

值链中所处的位置,进而影响其对华贸易政策偏好。根据斯托尔帕—萨缪尔

森定理(The
 

Stolper-Samuelson
 

Theorem)和赫克歇尔 俄林模型(The
 

Heck-

scher-Ohlin
 

Model)的主要推断,在国际贸易中,一国国内充裕要素的所有者

将受益,而一国中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将受损,从而使这两类群体在对待全球化

和自由贸易方面持迥然不同的立场。③ 具体到美国的案例中,具有出口比较优

势的产业通常在自由贸易中受益,例如,土地要素充裕的农业、资本要素充足

的金融业和高技能人才要素充足的高科技行业;而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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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ndy
 

J.
 

Schiller,
 

“Trade
 

Politics
 

in
 

the
 

American
 

Congress:
 

A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of
 

Political
 

Geography
 

and
 

Interest
 

Group
 

Behavior,”
 

Political
 

Geography,
 

Vol.18,
 

Issue
 

7,
 

1999,
 

pp.769-789,转引自

孙哲、刘建华:《产业地理与结盟游说:考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新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6期,
第29页。

文中涉及产业地理、产业经济地理、产业政治地理三个主要的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分的概念。产业地

理又称产业经济地理,主要指产业从事经济活动所在的场所(location)、地理范围(geographical
 

reach)和地

理集中度(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布朗大学教授温迪·席勒(Wendy
 

J.
 

Schiller)最早将产业地理定义

为“产业经济地理与它在其中运作的政治制度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孙哲和刘建华最早引用席勒的论文

并提出“产业地理政治”的中文概念,并认为“美国的‘政治制度结构’主要包括美国府会间分权制衡及国会

参众两院间在决策权力方面的分享及互动机制,所以美国产业地理政治主要指美国的产业经济地理与国会

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本文的产业政治地理概念与上述定义有一定的区别,所构建的理论框架认为,产业

政治地理是美国产业经济地理和选举制度的相互作用,其中选举制度包括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参见

Wendy
 

J.
 

Schiller,
 

“Trade
 

Politics
 

in
 

the
 

American
 

Congress:
 

A
 

Study
 

of
 

the
 

Interaction
 

of
 

Political
 

Geogra-
phy

 

and
 

Interest
 

Group
 

Behavior,”
 

Political
 

Geography,
 

Vol.18,
 

No.7,
 

1999,
 

pp.769-789;孙哲、刘建华:
《产业地理与结盟游说:考察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新视角》,第28—36页。

Marc
 

L.
 

Busch
 

and
 

Eric
 

Reinhardt,
 

“Indutrial
 

Location
 

and
 

Protec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Geography
 

of
 

U.S
 

Nontariff
 

Bar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43,
 

No.4,
 

1999,
 

pp.1028-1050.
 



更容易在国际市场中处于弱势,在面临进口竞争时更为脆弱,更容易面临生产

转移、收入下降和工人失业的问题,例如,美国廉价劳动力要素稀缺的汽车和

纺织等传统制造业。① 因此,在中美贸易中,主导产业贸易结构为充裕要素密

集、出口导向的州通常支持对华开展自由贸易,而贸易结构为稀缺要素密集、

进口竞争的州则更可能持贸易保护主义态度。

其次,除贸易结构(出口导向/进口竞争)外,对华贸易依赖度是影响其主

导产业对华贸易态度,进而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另一个决定性因素。

一国对另一国市场的依赖程度影响着复合相互依存的敏感性与脆弱性。② 正

如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教授斯蒂芬·根特(Stephen
 

E.
 

Gent)和马

克·克雷申奇(Mark
 

Crescenzi)所言,理解围绕市场权力机会的政治制度与经

济联系是了解国家为何追求支配市场战略的关键。③ 通常而言,在美国,对中

国市场出口量大或对中国出口市场依赖程度较高的州为了维持在竞争性资源

分配体制中的优势,更希望选举能够代表本州出口导向产业利益的议员,这些

州一般反对对华贸易战,更希望维持低关税水平下的自由贸易以稳定就业和

收入。④ 与之相反,对中国市场依赖程度较低的州则更多将对华贸易问题视作

一个灵活的经济杠杆,视所涉及的具体领域和议题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政策

态度,但整体在贸易问题上相对保守,因为中国市场对其而言并非不可替代,

它们也更容易在贸易战中灵活观望,立场更可能反复摇摆。

综上,根据贸易结构(出口导向/进口竞争)和对华依赖程度(高/低)两个

维度,可以将影响美国对华贸易决策的产业政治地理进行类型化,进而得出对

华贸易的四种主要倾向,即出口导向—对华贸易依赖度高的“经济接触派”(e-

conomic
 

engagement)、出口导向—对华贸易依赖度低的“灵活观望派”(stradd-

ling)、进口竞争—对华贸易依赖度高的“经济遏制派”(economic
 

containment)

以及进口竞争—对华贸易依赖度低的“议题联动派”(issue-linkage)。依据美

国产业地理政治学的理论框架,以出口为导向产业占据主导、对华依赖程度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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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州通常对中美贸易战持强烈反对态度,如加州及美国中西部的农业州;而

与之相反,产业结构以进口竞争为主、对华贸易依赖度较高的州则会相对支持

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以实现本土产品的“价格优势”,因此,可视为对华

经贸决策的“经济遏制派”,如美国传统制造业所在的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和

中西部五大湖区等,这些地区的保护主义势力也成为对华贸易战的重要推手。

对华贸易依赖度较低的两种类型的情况要相对复杂一些,由于贸易只是这些

州关注的诸多议题之一,且整体经济和就业受对华贸易影响相对有限,因此,

其产业和政治领袖更多采取灵活务实的态度,以出口为导向、对华贸易依赖程

度较低的州通常对中美贸易战持“观望态度”,在涉及具体产业相关利益时可

能采取同其他产业联盟的形式以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其对华自由贸易倾向会

弱于第一种“经济接触派”,但强于“议题联动”和“经济遏制”类型。以分散在

东北部—大湖区、西部和南部各州的美国高科技产业为例,这些高科技产业大

多不是所在州的主导产业,由于分布较为分散在参议院的影响也相对有限。

高科技产业在中美贸易战中表现矛盾,一方面,它们需要中国庞大的市场;另

一方面,又在知识产权、汇率和市场准入等问题上支持对华施压,以实现更大

的海外利益。最后,与此相应的是以进口竞争为导向、对华贸易依赖程度较低

的州,这些地区整体对美发动贸易战持支持态度,以保护本土产业,但是由于

对华贸易依赖程度较低,议题关注度也相对较低,通常强调议题联动以实现自

身利益的最大化,其对华自由贸易倾向强于经济遏制派,但弱于灵活观望派和

经济接触派。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无论从理想类型还是经验现实来看,灵活观望派和议

题联动派的区分程度可能不如另外两种类型高,在实际操作和比对中更容易

混淆。但从理论上来说二者在产业结构这一变量上存在明显差异,因此,毋庸

置疑有进行类别区分的必要;从现实来看,尽管相对困难,但是正如前文所说,

出口导向产业为主—对华依赖度较低的州更多是一种“善意观望”态度,毕竟

对华自由贸易有利于其整体经济福祉的增进,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出口市场,维

持这一小块“蛋糕”仍然聊胜于无;而进口竞争—对华贸易依赖度低的州更可

能在贸易战中显示出投机倾向,希望通过问题挂钩迫使中国在其关切的贸易

领域做出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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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产业政治权力的制约因素

产业地理因素深刻影响着对外经济决策的过程,另外,特定产业的相对政

治权力或政治影响力又受到三方面因素的制约。

首先,产业分布的集中度和范围构成其相对政治权力的基础。① 具体而

言,产业跨越的选区越多、州越多,它在国会可望获得支持的议员就越多,其对

国会潜在的政治影响力就越大。就集中度来说,产业分布得越集中,产业所在

州和选区的选民(公司的雇主与员工)越有可能开展集体行动,选区利益也就

越能直接体现在产业利益上,因为空间距离上的接近能为信息沟通交流降低

成本,同时为行业游说的扩展提供更通畅的政治网络。② 兼具分布广度(范围)

和深度(密度)的产业通常具有更大的影响力。

其次,产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的吻合度是产业政治权力的重要制约因素。

国家利益的整体性、抽象性,以及对不同利益优先排序的动态变化决定了产业

利益与国家利益并非总是并行不悖,相反,二者常处于龃龉之中。产业与国家

在诸多利益层次的认知与追求上均存在差异,国家的战略目标与企业的商业

目标之间博弈不断,而二者极为不对称的政治权力与资源导致产业在面临国

家整体战略利益时常“被迫服从”,其追求短期、绝对收益的利润最大化逻辑与

国家追求相对收益和战略优势的政治权力最大化逻辑在特朗普时期出现较为

明显的对立与冲突,战略利益与市场力量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③ 尤其是在比

较实力优势衰落的时期,国家更可能将“相对收益差异”安全化,打着国家安全

的旗号“矫正”市场的趋利逻辑。

再次,在供应链全球化的背景下,产业内部分化进一步影响着其政策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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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内部凝聚力,进而影响产业的议程设置与政治游说能力。① 一方面,不同国

家的产业内部存在着比较优势差异,例如,美国制造业领域内被分别称为“夕

阳产业”的传统制造业和“朝阳产业”的新兴制造业(航空航天、半导体及零部

件、生物医疗等)。前者集中分布的铁锈带诸州近年来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先

锋,聚集于南部阳光地带和太平洋沿岸的后者则急于利用其国际竞争优势,在

自由贸易体系下开拓海外市场;另一方面,过去几十年的跨国生产呈现日益分

散化和碎片化的特征,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全球供应链发生重大转变,导致产业

内部的利益分化加剧。具体而言,向进口竞争企业供应原材料和生产进口替

代性产品的企业通常持贸易保护态度,支持向国外竞争对手加征关税;而使用

进口原材进行生产的国内企业,或从外国下游生产商进口中间产品用于国内

或对外出口的企业则要求降低贸易壁垒与关税成本。美国国内的跨国公司的

生产主要依赖进口中间商品,因此,它们通常反对关税保护,积极游说美国政

府降低中间产品关税,这不仅使得生产碎片化水平较高的商品拥有更低的关

税,也使得这些商品面临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等非关税壁垒明显降低。② 综上,

企业在供应链上下游所处位置及进出口成本决定了其更为具体的利益诉求,

影响其对外发声进而施加政策影响力的凝聚力,进而制约着产业作为“整体”

的利益表达能力。

三、
  

产业地理对美国对华贸易决策的影响

根据开放政治经济学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分析框架,偏好和制度是决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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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对外政策制定的两个主要方面。① 本文搭建的产业地理影响对华贸易政策

制定的因果机制亦从这两个方面入手。

首先,如前文所述,在偏好层面,贸易结构和对华贸易依赖程度共同塑造

了地区经济利益,形成美国各州对华贸易政策的差异化偏好。

其次,不同的偏好经由国内选举制度传导,最终使各地区的利益诉求汇总

输送至贸易决策主体(国会和总统)。美国产业地理政治主要表现为产业经济

地理与贸易决策之间的相互作用。一方面,产业通过选举制度投射政治权力,

进而制约和框定着经贸议题方面的决策;另一方面,贸易政策的制定反过来决

定着产业发展的大背景,具有反作用。通常而言,国会和总统在贸易上的直接

立法和间接决策都会极大影响相关产业的生产和投资活动。具体而言,美国

宪法赋予了国会规范贸易的最高权限,在法理上总统只能在国会授权下执行

国会制定的贸易法。但是,作为贸易政策的实际执行者,总统通常可以利用国

会授权(如贸易“快车道”特别程序)在贸易事务的处理上采取诸多行动。随着

“1934年贸易体制”的确立和之后数十年大量的贸易政策权力被赋予行政部

门,总统在贸易事务上的自由裁量权呈扩大的趋势,行政部门作为贸易政策的

执行机构在美国贸易政策决策中的话语权不断上升。虽然在冷战后,随着

外来竞争的加剧,国会越来越突显自己在贸易政策上的作用,但总体上并没

有改变行政部门主导美国贸易政策制定的趋势。② 从作用机制来看,政府为

企业活动创造制度、规则和法律环境,政治制度可以改变国际化的影响,给

市场驱动的政策变化扫除或设置障碍。贸易政策本质上也是一种经济再分

配的手段,③优先考虑一部分产业的利益诉求并制定有侧重点和偏向性的贸

易保护政策业已成为历任总统上台后的常规议程。“战略性贸易政策”或

“产业保护政策”对于产业的扶持效应不容忽视。

值得注意的是,国会和总统在对华贸易政策方面存在明显的立场分化,并

且持续地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这是由二者不同的选民基础和选举周期所决

321

产业地理与美国对华贸易决策

①

②

③

曲博:《国际力量、国内政治与对外经济政策选择》,《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1期,第80—82页。
Michael

 

A.
 

Bailey,
 

Judith
 

Goldstein
 

and
 

Barry
 

R.
 

Weingast,
 

“The
 

Institutional
 

Roots
 

of
 

American
 

Trade
 

Policy:
 

Politics,
 

Coalit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World
 

Politics,
 

Vol.49,
 

No.3,
 

1997,
 

pp.309-
338;

 

李春顶、林欣:《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与决策机制及其影响》,《当代美国评论》2020年第4期,第99页;
余振、王净宇:《拜登会改变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吗?:基于产业地理视角的分析》,第30页。

Fiona
 

McGillivray,
 

Privileging
 

Industry:
 

The
 

Comparative
 

Politics
 

of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2.



定的。美国国会众议员两年举行一次换届选举,选举周期相对较短。从选民

基础来看,从各自选区选举产生的议员直接面向本选区的选民,因此,各州主

导性产业的利益诉求会被格外给予重视。从政治捐资角度来看,生产经营活

动收入对地区经济贡献越高、从业人数越多的产业所组成的利益集团也更有

经济实力和资源为能代表自身利益的议员筹措竞选资金,这反过来也会影响

议员在州和联邦相关提案中的立场和投票行为。例如,在过去十多年来,南卡

罗来纳州的纺织业和宾夕法尼亚州的钢铁业就业人口都呈急剧下降的趋势,

纺织业协会和钢铁工业协会积极参与政治游说以表达利益诉求,来自这两个

州的参众两院议员都非常重视这些行业的就业问题。近年来,有关贸易保护

的提案屡见不鲜,这些提案直接影响着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对美国产品的

出口。①

与之相对,总统选举以四年为周期,在贸易政策上表现相对连贯一致,其

体现出来的贸易政策偏好更多反映的是两部分群体或地区的利益———摇摆州

和票仓州。首先,近十年来美国的选举政治地理相对稳定,即共和党和民主党

都有各自相对固定的“铁盘”或“票仓州”,而最终大选结果取决于少数几个“摇

摆州”,在此基础上,摇摆州的产业地理利益诉求某种程度上具有“放大效

应”,②其所支持的领导人上台后通常也会兑现竞选承诺,有目的地进行政策倾

斜,一方面,反馈曾经的选票;另一方面,为下次选举蓄力。换言之,美国总统

选举的制度———两党制下的选举人团制度———更容易使关键区域(即摇摆州)

产生聚拢效应,对最终竞选结果产生不对称的影响,进而提高了针对小部分选

民的再分配,相关地区的产业地理因素对总统领导的政府贸易决策影响更

大。③ 其次,票仓州作为总统选举的基本盘,其政策偏好也是影响历届政府贸

易决策的重要因素。票仓州虽是当选总统所在政党的“铁盘”,但其作为总统

的选民基础或基本盘仍是下次选举中候选人必须争取维持的中坚力量,这些

州重要行业的代表也多是候选人竞选资金的重要来源,且在美国政治极化日

益加剧的背景下,“中庸难守,极端易存”,维持本身的选民基础或许比争取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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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振、王净宇:《拜登会改变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吗?:基于产业地理视角的分析》,第36页。
〔瑞典〕佩尔森、塔贝里尼:《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的解释》,方敏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版,第206页。



的摇摆选民更加困难,因此,不同政府的具体贸易政策必然会有针对性地根据

其票仓州的诉求进行调整,从而呈现不同的重心和政策均衡。

综上所述,贸易结构(出口导向/进口竞争)和对华贸易依赖程度(高/低)

共同塑造了美国各州差异化的经济利益,所形成的地区整体对华贸易政策偏

好经由选举制度投射至决策主体———总统和国会,二者通过府会互动的诸多

博弈机制将不同选民的利益诉求进行有选择的汇合和加总,对国会议员而言,

重点关注本选区选民的诉求;对总统而言,侧重点在于摇摆州和票仓州的选民

利益,二者在沟通、互动和妥协后达成“有限一致”并输出为最终的政策结果。

下文将在上述解释框架的基础上进行案例分析,以验证本文提出的类型化模

型和因果机制。

四、
  

案 例 分 析

根据贸易结构(出口导向/进口竞争)与对华依赖度(高/低)两个变量,美

国产业政治地理可划分为四种“理想类型”。① 在实证研究部分,通过对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的细致分析,以及对密歇根州和马萨诸塞州的概括

性介绍,本节将讨论并检验如何运用产业地理视角下美国各选区的类型化判

断其对华贸易偏好的基本倾向。

(一)
  

对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的比较分析

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据加州商会(CalChamber),国际贸易和投资是

加州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占加州生产总值的25%以上。2020年,加州

货物出口辐射至227个国家和地区,总额高达1561亿美元,占美国对外总出口

的10.9%。包括进出口在内的国际贸易支持着加州近500万个就业岗位,接

近该州就业岗位的1/4。② 受益于美国最大和最密集的高科技产业集群———硅

谷,加州是美国计算机、电子产品、运输设备、机械(电气除外)和各种制成品的

521

产业地理与美国对华贸易决策

①

②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提出的“理想类型”指人们在观察现实时所依靠的一套概念,它并非对现实的复

制和还原,而是通过思维逻辑的抽象重新构造现实。〔德〕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

Calchamber
 

Advocacy,
 

Trade
 

Statistics,
 

https://advocacy.calchamber.com/international/trade/
trade-statistics/,

 

2021-12-03.



最大出口州。其中,电脑和电子产品是加州最主要的出口产品,2020年占该州

出口总额的24.1%。① 因此,从第一个自变量———贸易结构来看,加州的主导

产业基本均为出口导向,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是对本州议员捐资的重要来源

之一。

中国是加州的第三大出口市场,自2010年以来该州对华贸易额增长

率达到了25.4%,2020年对中国大陆出口额为150.2亿美元,仅次于墨西

哥和加拿大。② 机械制造设备、运输设备、半导体及其零部件、废料及可再

生产品和医疗医药产品等是各州出口中国的主要产品,③其中,计算机和电

子设备占据对华出口的26.5%。从出口市场依赖度来看,若将美国商务

部对加州出口额的统计进行汇总(包括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则2020年

加州对华出口额达213亿美元,占加州总出口的13.6%,仅次于墨西哥。

因此,从第二个自变量———对华贸易依赖来看,整体而言加州对华贸易依

赖度较高。根据类型化的理论框架,加州应属于出口导向—对华依赖程度

高的“经济接触派”。

从现实情况看,在美国第117届国会中,加利福尼亚州的两位参议员戴

安·范因斯坦(Dianne
 

Feinstein)和亚历克斯·帕迪利亚(Alex
 

Padilla)均来自

民主党,两人在日常演讲、国会辩论和议案投票中都表现出支持对华自由贸易

的倾向。作为民主党最资深的参议员之一,早在21世纪之初,范因斯坦就一

直支持与中国维持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使加州对华出口持续增长。④ 2021年11月16日,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举行

视频会晤后,范因斯坦发表声明称,“支持拜登同中国改善关系,国际和平、稳

定和繁荣需要中美两国的稳定对话。中美有许多共同利益,包括应对气候变

化、扩大贸易机会和遏制核扩散等”。⑤ 此外,2021年5月11日,范因斯坦和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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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际贸易署官方网站数据,https://www.trade.gov/trade-data-analysis,2021-06-11。
The

 

U.S.-China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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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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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rt
 

Report:
 

G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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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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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US
 

States
 

to
 

China
 

Over
 

the
 

Past
 

Decade,
 

https://www.uschina.org/reports/2020-state-export-report,
 

2021-
12-03.

Public
 

Citizen,
 

Final
 

Senate
 

Vote
 

on
 

China
 

PNTR,
 

https://www.citizen.org/article/final-senate-
vote-on-china-pntr/,

 

2021-12-10.
Official

 

Website
 

of
 

Senator
 

Dianne
 

Feinstein,
 

“Feinstein
 

Supports
 

Biden
 

Approach
 

to
 

China,”
 

ht-
tps://www.feinstein.senate.gov/public/index.cfm/press-releases? ID=E6861F09-43A4-4D8F-AADD-
C7EA1E9F6159,

 

2021-12-10.



迪利亚还联合俄勒冈州参议员杰夫·默克利(Jeff
 

Merkley)致函白宫,敦促美

国贸易代表戴琦(Katharine
 

Tai)和商务部长雷蒙多(Gina
 

Raimondo)尽快游

说中国停止对美国葡萄酒征收54%的关税。他们表示,加州的酒庄已经受到

新冠疫情、野火和旱灾的冲击,继续无限期地维持一场破坏性的贸易战将导致

很多人无法生存。①

政治捐资是影响二人立场的重要因素之一,地区产业利益的偏好借助选

举投资得以向上传输。根据发布政治捐资金额的相关网站———“开放秘密”

(Open
 

Secrets)的数据统计,加州的主导性产业之一———计算机及电子产品公

司是范因斯坦和帕迪利亚竞选资金的主要来源,这些企业对加州的经济发展

和就业意义重大,他们均希望通过竞选资助“贸易态度或倾向一致的议员”以

期争取对自己有利的贸易政策。② 反过来,国会议员为了政治生涯的延续也会

“代表本州大部分选民”发声。正如耶鲁大学教授戴维·梅休(David
 

Mayhew)

曾断言:“美国国会议员一心一意追求的目标就是连选连任”,该动机体现为对

选区事务与诉求的关注与满足,在更为频繁换届的众议员身上尤为突出。范

因斯坦之所以致函白宫反对中美贸易战,很大一部分原因正在于,加州商品出

口对于区域经济和就业影响显著。根据《2019—2020年加州农业出口报告》,

2019年,该州葡萄酒出口额达12亿美元,是该州第四大主要出口农产品。③ 而

作为2017—2020年接收啤酒、葡萄酒和烈酒行业赞助最多的候选人,④范因斯

坦需要为加州葡萄酒庄的出口商争取关税豁免,争取恢复该州对全世界葡萄

酒消费增速最快的市场———中国的正常出口,以回应当地选民诉求,维系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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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民基础和政治生涯。①

另一个代表性例子是得克萨斯州。坐拥丰富的自然资源、得天独厚的地

理位置、美国最大的铁路和公路基础设施、最多的入境港口和两倍于全国平均

水平的劳动力,得州连续19年稳居美国最大出口州的地位。② 2020年,得州对

外出口总额达2764亿美元,占全年美国对外出口产品总额的近1/5。石油及

各类相关产品是该州的主要出口货物,其中原油约占得州出口总额的22.2%,

对其经济总产出和国内生产总值贡献巨大。③ 在政府层面,得州也相当重视

对外出口的政策扶持,通过得州州长办公室出口援助项目(Texas
 

Export
 

As-

sistance
 

Program)和 州 贸 易 扩 大 计 划 (State
 

Trade
 

Expansion
 

Program,
 

STEP),④州政府和美国商务部合作,共同帮助中小型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扩展

对外商品和服务出口的国际贸易。因此从第一个自变量———产业贸易结构来

看,得州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州。

该州对华贸易出口额较高,其中占比最大的是能源业和半导体行业,这两

个产业的贸易结构均以出口导向为主。在市场依赖度方面,尽管得州主要出

口市场前三位同加州和美国全国保持一致,均为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但从

主要市场出口额占总出口的比例来看,得州对中国市场依赖并不高,墨西哥和

加拿大市场占据了其出口货物总额的40%以上,对华出口只占6.1%左右,⑤

因此,该州大致可归入出口导向—对华依赖程度较低的“观望派”。2020年,该

州对中国货物出口总额为169亿美元,石油和天然气为出口规模最大的商品,

金额高达63亿美元。⑥ 因此,这些行业尤其是油气行业的利益诉求对得克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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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州议员来说不容忽视,他们的政策偏好也更可能向上传导并转化为最终的

政策结果。

该州的油气行业巨头历来是政治捐资的领跑者,油气行业曾于2018年以

3600万美元的资金成为政治捐资最多的产业。该产业还为得州现任参议员泰

德·克鲁兹(Ted
 

Cruz)和约翰·科宁(John
 

Cornyn)提供了合计约110亿美元

的竞选资金。① 在对华贸易政策偏好上,从类型化划分上得克萨斯州属于出口

导向—对华依赖度低的“灵活观望派”。从现实来看,他们尽管在意识形态上

持反华立场,甚至多次就政治问题指责中国,②但选区主导产业的经济利益依

旧使其在贸易议题上均代表本州出口商的利益。具体到对华经贸议题,两位

议员均反对特朗普对中国发起贸易战。换言之,在控制了意识形态的变量后,

他们依旧无法摆脱本州选民经济利益的影响,在对华贸易上持灵活弹性但总

体反对关税战的态度,这恰恰从侧面印证了州产业结构和对华贸易依赖度作

为自变量的解释力,经济因素依旧是重中之重。克鲁兹和科宁都曾在不同场

合质疑过贸易战对于促进制造业回流的有效性,更多次表示中国的反制措施

会给得克萨斯州的农民和消费者带来不可承受的代价,他们整体上认为贸易

战对经济、就业和消费价格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在2019年12月中美

第一阶段贸易协定达成后,科宁作为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国际贸易、海关和

全球竞争力小组委员会主席发表声明称“很高兴听到总统宣布与中国达成初

步贸易协议的消息”,并认为降低关税将为经济提供必要的稳定,对于得克萨

斯州的企业和农业生产者而言更是尤为重要。③

在对华出口市场依赖度方面,得克萨斯州对中国市场依存有限,无论是民

众还是议员都认为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海外市场对于该州的商品出口更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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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2-11.



要,因此,在对华自由贸易倾向上也显著弱于前文所述的“经济接触派”的加利

福尼亚州,在中美关税战的不同具体议题上摇摆不定,尤其在多边贸易协定方

面强调中国对美国“领导地位”构成的挑战,认为中国正在设计一条不一样的

贸易自由化道路。在2021年9月中国正式提出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

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后,科宁立刻联合特拉华州参议员汤姆·卡珀

(Tom
 

Carper)发出警告,认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本是为制

衡中国的贸易影响力而制定的贸易协定,美国不应该袖手旁观,将对国家和经

济安全至关重要的贸易领导地位拱手送人,强调贸易领导权和规则主导地位

对美国而言同样不可忽视。①

由此可见,尽管同样是出口导向的产业占据主导,但由于对华依赖程度的

不同,得克萨斯州在中美贸易战上的态度和加利福尼亚州相比具有显著差异,

后者持有更为坚定的自由贸易立场,前者则采取更加实用主义、“具体问题具

体对待”的态度,在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和多边贸易规则等问题上依旧主张对

华施压,更符合类型化框架中出口导向—对外贸易依赖度低的“灵活观望派”。

上文主要分析了反映地区选民诉求的国会投票格局,而就国会与总统的关系

而言,由于在选举地理地位方面,加州历来是民主党的票仓州,而得州作为深

红州在2016年大选中对特朗普的胜出贡献巨大,作为总统“票仓州”的得州在

特朗普任期内得到重点关注。特朗普急于通过贸易战重新调整中美贸易关

系,其当选承诺之一就是改变二者间所谓的“不公平贸易现状”并将其转化为

自己的政绩。② 因此,就偏好传导而言,由于得克萨斯州等特朗普胜选所依仗

的深红州与总统偏好一致,因此其利益诉求也更容易被向上代表和传导,进而

转化为最终的贸易决策结果。可以从反面映证这一点的是,特朗普发动贸易

战后,各国的反击措施都根据受制裁的美国产业对美国政治地理的敏感性而

设计,其目的就是增加共和党票仓(特朗普支持州)的财政负担,③这在一定程

度上是利用了票仓州不对称影响力的反向逻辑。

与特朗普相比,拜登胜选的一个主要因素在于摇摆州的偏好分化。特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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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对“锈带”选民的政治承诺并没有达到其宣称的政治效果,威斯康星、密歇

根、宾夕法尼亚及佐治亚州等五个州转而支持拜登。从产业地理角度看,这为

拜登如何平衡摇摆州和票仓州的利益诉求冲突提出挑战。拜登在2020年大

选中的“选举赢集”更为复杂化和多元化,作为选举基本盘的东西海岸历来是

自由贸易的拥趸,政策取向与大多数以农业和传统制造业为主的摇摆州相悖

而行。从具体政策举措来看,拜登上任后并未根本性扭转特朗普时期的对华

贸易政策,基本延续了后者开启的保护主义路线。① 这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在

面对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和能源转型等传统“阳光地带”产业诉求的同时,

拜登政府也无法忽视摇摆州在国际贸易中主要产业利益受损的现状。支持全

球化的民主党上层精英和反全球化的中下层产业工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掣肘着

拜登的对外经济政策,使后者难以采取连贯一致的经济战略。虽然一些分析

认为拜登政府在迎合经济民族主义方面与党内主流脱节,但他在采取有利于

美国本土企业和工人的融资、贸易与移民政策,减少外国商品与人员跨境流入

的同时,也通过暂停液化天然气(LNG)出口项目审批等来争取进步派的支

持。② 由于票仓州和摇摆州之间的产业利益冲突,拜登的对华经贸政策呈现出

明显的左右互搏。

(二)
 

对密歇根州和马萨诸塞州的比较分析

位于“锈带”的密歇根州是传统制造业的代表州。在第一个自变量———贸

易结构方面,该州属于典型的进口竞争。从2009—2021年,该州货物出口额

增长71.25%,货物进口额却飙升120.77%,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38%。③

2021年,该州货物进口总额达1318亿美元,主要进口货物为交通运输设备、机

械、电子设备和零部件等。就第二个自变量而言,密歇根州对华贸易依赖度较

高,2021年对华货物进口总额为80亿美元,占其进口总额约6%。④ 根据类型

化的分析,该州在对华贸易偏好方面应属于“经济遏制派”。从现实来看,密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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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等铁锈带的摇摆州是2016年帮助特朗普胜选的关键性力量,后者“买美国

货,雇美国人”的口号赢得了该州选民的大量选票。在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

后,其对华加征关税的举措得到了该州钢铁企业和产煤区等相关利益集团和

选民群体的支持。该州参议员民主党人黛比·斯塔贝诺(Debbie
 

Stabenow)一

直十分关注同中国的贸易和产业竞争,她努力为密歇根州争取到20亿美元的

激励基金,用于支持包括汽车行业在内的关键制造业的传统芯片生产,以争取

该州在同中国竞争中的优势地位。① 斯塔贝诺还批评中国作为美国最大的贸

易伙伴之一,多年来却一直操纵汇率让人民币贬值,这导致外国进口的家电等

产品更具价格优势,而密歇根本土生产的同类型产品在别国市场却处于竞争

劣势。②

与之相对,位于新英格兰地区的马萨诸塞州同样是大工业州。与密歇根

州相似的是,该州在贸易结构方面同为进口竞争类型。2021年,该州货物进口

总额为440亿美元,位居全美前列。③ 在对华贸易依赖度方面,马萨诸塞州显

著低于密歇根州。2009—2021年,该州主要货物进口国为加拿大和墨西哥,两

国货物出口额占其进口总额近40%,中国货物出口额则仅占不到10%。④ 根

据类型化框架,马萨诸塞州在对华贸易偏好方面应属于“议题联动派”,其对华

自由贸易倾向低于经济接触派和灵活观望派,但强于经济遏制派。从经验事

实来看,在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后,该州机器、电机设备、科学仪器和印刷出

版等行业短期自我评估获得了“缓冲期”。⑤ 由于马萨诸塞州对华贸易依赖度

较低,因此,在双边贸易方面更倾向于通过“议题挂钩”的方式在其他对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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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讨价还价,以解决自身关切。马萨诸塞州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被称为“硬核的经济民族主义者”,在中美贸易战爆发后,她表示“美国

的贸易政策确实需要决策者重新评估和权衡”。① 与强硬的经济脱钩派或遏制

派相比,沃伦更看重开展公平贸易的一系列先决条件———知识产权、环境保护

和汇率问题等。她多次强调与中国的贸易问题并非线性的单议题议程,而是

需要将“一揽子”问题进行关联一起谈判,体现并印证了“议题联动派”的显著

特征。②

在国会地区选举格局上,由于贸易结构和对华贸易依赖度差异,密歇根州

比马萨诸塞州更支持对华贸易战,具有更强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而在与总

统选举的政治地理互动方面,密歇根州作为助力特朗普胜选的关键摇摆州之

一有着不可忽视的政治影响力,就利益诉求的代表和向上传送而言具有明显

强于传统蓝州马萨诸塞州的话语权。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和密歇根为代表

的中西部“锈带”选民投票行为的改变左右着大选的结果,也成为特朗普当选

后不可忽视的政治基础。③ 特朗普上台后,大力宣传其贸易政策对“锈带”发展

的积极影响,声称其关税政策将通过减少进口产品竞争来帮助国内钢铁生产

商。④ 值得注意的是,密歇根在2020年大选中翻蓝,一方面,这是由于其在中

美贸易战中成为经受关税反制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根据美联储下设机构研

究,贸易战期间,相较依赖程度较低的州,对进出口贸易依赖程度更高的州在

就业和产出增长方面的表现更差,让本就勉强胜选的拜登政府不得不对其经

济诉求做出政策回应。⑤ 由于2020年大选中拜登只以小比分优势在密歇根等

摇摆州险胜,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争夺工人群体的拉锯战也将长期胶着。即

使拜登在2024年大选中能够连任,产业政治地理的矛盾诉求也会给其对华

“贸易平衡行动”设置较高障碍,预计短期内美国通过产业政策、延长关税和制

造业回流等方式开展的对外经济战略难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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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密歇根州和马萨诸塞州分别对应了理

论框架部分提出的美国产业政治地理的四种“理想类型”———“经济接触派”

“灵活观望派”“经济遏制派”和“议题联动派”。案例选择覆盖了自变量和因变

量的基本变化,因此,基于产业政治地理的类型化框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和操

作性,并有助于从社会联盟地理分化的视角对美国各州的对华贸易偏好进行

初步的判断,而各州在选举地理上不同的政治影响力又制约着国会与总统的

互动,二者共同作用决定了美国对华贸易决策的产业地理逻辑。

结  语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产业崛起对美国的国内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

国内政治的变化又引起了国际政治的连锁反应,进而带来国际矛盾和冲突的

多发期。① 事实上,包括经济政策在内的美国对外战略实际上是体系—国家—

社会三层次变量相互作用的产物。② 自美国对华发起贸易战爆发以来,国际贸

易的收入分配效应催生了美国国内社会联盟的重新分化组合,部分州强烈支

持对华加征关税,部分州坚决反对,还有一些州则左右摇摆。本文认为,贸易

结构和对华贸易依赖度是解释美国各州对华贸易偏好的两个核心变量,并创

新性地依据这两个维度将影响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制定的产业政治地理进行类

型化,进而得出各州对华贸易偏好的四种主要倾向:出口导向—对华贸易依赖

度高的“经济接触派”、出口导向—对华贸易依赖度低的“灵活观望派”、进口竞

争—对华贸易依赖度高的“经济遏制派”以及进口竞争—对华贸易依赖度低的

“议题联动派”。此外,借由考察“反映选民诉求的国会地区性投票格局”和“摇

摆州和票仓州主导性产业诉求”间的博弈和妥协,国会与总统在对华贸易决策

中的互动进一步得到厘清。通过对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密歇根州和

马萨诸塞州这两对案例的实证比较研究,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说和解释框架得

到验证。

值得注意的是,自特朗普对华发起贸易战以来,美国企业的产业利益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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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战略利益的冲突愈发明显。美国政府从战略竞争的视角统领对华经济竞

争,通过要求中方停止“强制”来华外企技术转让、更好地保护知识产权、强化

对华技术出口控制等试图阻挠中国的技术进步,放慢中国产业升级的步伐。①

然而,这种为追求相对收益放弃绝对收益、为累积长期收益牺牲短期收益的

权力逻辑与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逻辑本身存在冲突与张力,致使诸

多在华进行投 资 生 产 的 美 企 利 益 受 损。根 据 美 中 贸 易 全 国 委 员 会(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2020年5月开展的调查,54%的受访企业认

为,从《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所获收益并不能弥补特朗普贸易战给企业

经营带来的巨大代价。② 上海美国商会(AmCham
 

Shanghai)在2020年大选

后开展的一项调查同样显示,美企在华经商最关注的议题前五名分别是中

美关系、新冠疫情、与中国企业竞争、关税以及经营许可和审批程序,知识产

权保护与技术转让并非其优先考虑事项,③这显然与美国政府通过限制技术

转让、维持对华战略优势的政治目标并非完全一致。在中美战略竞争常态

化、长期化、全局化的背景下,④政府与企业利益分化的这一趋势在短期内恐

难以逆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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